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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产业转移政策的加快实施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其遗留的大量城市棕地在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暴

露出越来越多的土壤污染问题，不合理的规划易导致人居环境健康安全及土壤修复成果过高问题。论文以南方某

大型有机化工污染场地为例，针对S1（修正前的土地利用规划）、S2（修正前的土地利用规划A）、S3（修正后

的土地利用规划B）三种规划的暴露情景，分析不同情景下场地土壤中苯污染的暴露途径并进行健康风险评估。

结果表明，不同用地规划的环境风险和土壤修复目标值存在差异。若能在棕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结合土壤污染情

况，对其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优化调整，可减少其健康风险和修复费用，有利于解决土壤修复成本过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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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deepening of urbanization, more and more soil pollution problems 
have being exposed in the process of redevelopment of many urban brownfield sites. Exposure analysis and health risk assessment 
based on different scenarios, which included S1 (uncorrected land use planning), S2 (revised land use planning A) and S3 (revised 
land use planning B), were carried out for a large-scale site contaminated by benzene in southern Chin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ifferent land use planning resulted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risks and soil restoration target values. If the soil pollution c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re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 brownfield site and the regulatory detailed planning could be optimized, it 
would be beneficial to reduce human health risk and lower soil restoration exp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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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一荣等

1  引言

随着我国产业转移政策的实施和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因工业企业关停并转而遗留的“棕地”（也称场地、

污染地块）超 50 多万块，这些地块呈多源、复杂、持久、

面广、量大等特征，对区域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安全和

公众健康构成威胁 [1-4]。《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

称“土十条”，国发〔2016〕31 号），环保部、住建部等

四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

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2012〕140 号）等文件要求将建

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纳入城市规划和供地管理中，污染

场地的土地开发利用须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 [5-6]。在

当前我国城市建设用地供应已从以增量扩张为主转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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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存量与做优增量并举的背景下，在再开发利用前，需

要对场地进行健康风险评估，以量化场地污染对人体健

康的影响，为促进棕地再开发利用、优化土地利用结构

和棕地的修复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7-13]。

目前，我国主要是基于土地未来规划用途进行人体

健康风险评估，确定场地是否需要进行修复。这种基于

风险的场地管理策略能得出更能针对场地自身情况并更

具操作性的规划和修复方案 [14-16]。但对于一些局部污染

较重的大型污染场地，由于污染区域规划为如居住、学

校等敏感用地类型，需制定较严的修复目标，导致治理

的难度增大且周期变长，阻碍土地重新开发利用，并影

响和压缩土地开发的利润空间 [17]。在控制性详细规划编

制阶段，考虑污染场地对人体健康的风险水平、危害途

径，对用地规划进行相应调整，可在保证人体健康的前

提下，减少场地修复成本 [18]。本文以南方某大型化工

污染场地有机污染土壤为例，结合《污染场地风险评估

技术导则》（HJ 25.3—2014）和国内较成熟的评价模型软 

件 [19-20]，通过模拟不同土地再开发利用模式，分析不同

情景下污染场地土壤中苯污染的暴露途径并进行健康风

险评估，基于健康风险控制对城市遗留棕地再利用过程

中的规划进行引导，提出基于风险管理的土地利用规划

最佳方案，以期为国内类似棕地的风险评估及其控制性

规划提供参考与借鉴。

2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区域概况

研究对象为我国南方某市郊区一大型有机化工污染

场地，占地约 30 公顷。原企业始建于 1989 年，此前曾

为农业用地和山地，主要原材料为原油。企业经过 20

年的运营后，于 2009 年停产，随后一直空置。该场地

因被纳入城市“三旧”改造，用地性质将由工业用地规划

为居住用地、商业用地和绿地，共包含三个功能区 , 其

土地利用规划如图 1 所示。2015 年在该污染场地进行采

样调查，布设 144 个土壤采样点，采样深度为 0 ～ 40 m，

共采集土壤样品 621 个。污染场地内第四系（Q）土层按

其成因自上而下分为人工填土层（Qml）、冲积层（Qal）、

残积层（Qel），下覆基岩为燕山期粗粒斑状花岗岩（γ）。

2.2  规划情景分析

本次研究采用三种规划情景 ：S1（修正前的土地利

用规划Ⅰ类）情景、S2（修正后的土地利用规划Ⅱ类）情

景、S3（修正后的土地利用规划Ⅲ类）情景。S2 和 S3

情景考虑场地的土壤污染情况，经场地环境详细调查后

对场地的规划进行了修正与优化，在基本不影响场地整

（a）S1（修正前的土地利用规划Ⅰ类）

（b）S2（修正后的土地利用规划Ⅱ类）

（c）S3（修正后的土地利用规划Ⅲ类）

图1  基于控规层面的三种规划情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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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规划用途的情况下，对居住用地 A 区、公园绿地 B

区和商业用地 C 区所在位置进行调整，三种规划图分析

如图 1 所示。

2.3  暴露途径与概念模型构建

规划为商业用地的区域视为非敏感性用地进行风险

评估，居住用地视为敏感用地进行风险评估，公园绿地

情景下的接触方式参照居住情景进行分析，但不考虑室

内呼吸途径的风险。制定土壤与地下水风险控制值及风

险表征的风险评估模型考虑的暴露途径见表 1。

表1  场地暴露途径（住宅用地）

暴露途径 居住用地 商业用地 绿化用地
土壤经口摄入 ● ● ●
皮肤接触土壤 ● ● ●

吸入室内土壤颗粒物 ● ● ○
吸入室外土壤颗粒物 ● ● ●

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
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

● ● ●

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层
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

● ● ●

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
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

● ● ○

注 ：●表示有该种暴露途径 ；○表示无该种暴露途径。

2.4  评估模型与参数取值

为简化计算，本次健康风险评估只考虑土壤中苯对

人体的致癌风险，且暂不考虑地下水对人体的健康风险。

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推

荐的风险计算模型进行风险评估。

经口摄入土壤途径中污染物的致癌风险（CROIS）：

 （1）

皮肤接触土壤途径中污染物的致癌风险（CRDCS）：

 （2）

吸入土壤尘途径中污染物的致癌风险（CRPIS）：

 （3）

吸入室外空气中气态污染物途径的致癌风险

（CRloV）：

 （4）

吸入室内空气中气态污染物途径的致癌风险

（CRliV）：

 （5）

单一土壤污染物经所有暴露途径的致癌风险（CRn）：

 （6）

修复目标值的计算 ：

            ←  （7）

其中：Csur、Csub 依次为表层土壤和下层土壤中污染物

浓度（mg/kg）；SFo、SFd、SFi 依次为经口摄入、皮肤接

触、呼吸吸入的致癌斜率因子（mg/(kg·d)-1）；OISER、

DCSER 依次为经口摄入、皮肤接触对应的土壤暴露量

（kg/(kg·d)），计算公式按用地规划的方式分为敏感用

地暴露评估模型和非敏感用地暴露评估模型，详见《污

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推荐公式；

loVERca1、loVERca2、liVERca1 依次为表层土壤室外蒸气、

下层土壤室外蒸气、下层土壤室内蒸汽对应的土壤暴露

量（kg/(kg·d)）。RCVSn 为土壤中苯的修复目标值（mg/

kg）；ACR 为土壤中致癌风险可接受水平，值为 1×10-6。 

人体暴露参数、气象参数和建筑物参数采用《污染场地风

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4）的推荐参数。场地土

壤和地下水参数主要以调查实测数据为主，场地参数如

表 2 所示。

表2  土壤和地下水参数

参数名称 符号 单位 取值 来源
表层污染土壤层厚度 d m 8.0 现场实测
土壤中总孔隙体积比 θ 无量纲 5.02E-01 土壤实测
包气带孔隙水体积比 θws 无量纲 4.60E-01 土壤实测
包气带孔隙空气体积比 θas 无量纲 4.19E-02 土壤实测

土壤容重 ρb g/cm3 1.36 土壤实测
包气带土壤有机碳质量分数 foc 无量纲 3.74E-03 土壤实测

3  结果与讨论

3.1  污染数据的基本统计

场地土壤受苯污染严重，最大检出浓度为 860 mg/

kg，样品超过筛选值的数量为 111 个（表 3）。从变异系

数来看，苯的变异系数为 7.27，这说明污染物在场地中

都有很大的空间变异性，样点含量在场地中的分布很不

均匀，污染累积情况受场地历史生产背景影响较大，导

致苯的浓度数据具有很高的偏倚性。苯的浓度数据统计

特征表明，苯的污染分布明显受场地的历史生产、管理、

车间布局和人为干扰等因素的影响，其统计特征不同于

一般面源污染，在进行空间分布预测、污染范围确定等

工作时，要深入考虑数据的统计特征，以降低计算结果

的不确定性。国内研究 [21-22] 也表明，污染物浓度差异较

大会对统计分析和推断产生影响。

3.2  不同用地类型的主要暴露途径分析

对居住用地、商业用地和公园绿地的各暴露途径贡

献率进行计算，结果如表 4 所示，可知在绿化用地中主要

暴露途径为经口摄入，而住宅和商业区的主要暴露途径

为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这

是因为对于苯等挥发性有机物污染场地，污染物主要通过

蒸气入侵的方式与受体接触，之后在受体的呼吸作用下

进入人体内继而对健康造成危害；当规划为居住和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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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时，建筑位于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的垂直上方，污染

物通过在分子扩散作用依次通过土层及建筑物底板进入

室内空间与受体接触 [23]，而根据如图 2 构建的概念模型

图可知，公园绿地中可不考虑室内呼吸途径的风险。因此，

对于超标严重的区域，若能够根据污染物的主要暴露途

径，对用地规划进行调整，可降低区域污染物的危害水平。

3.3  风险评估结果

基于保守考虑，以土壤中污染物的最大检出值作为

其暴露点浓度进行致癌风险评估，三种情景下土壤中苯

的最大浓度及其致癌风险评估结果见表 5。结果表明，

该场地土壤中的苯对未来场地使用者的致癌风险高于可

接受风险水平，但三种情景下的最大致癌风险水平不同，

S1 和 S2 情景下，场地最大致癌风险浓度位于居住用地，

分别为 4.78E-03 和 1.11E-03 ；S3 情景下，场地最大致癌

风险位于公园绿地区，为 2.27E-04，较 S1、S2 开发情景低。

不同规划情景下超标点位的数量如图 3 所示，S3 开发情

景超标点位的总数为最少，S1 数量最多。可见，若能够

结合场地污染情况适当调整规划，可降低该区域的最大

致癌风险、超标率与超标范围。这是因为在迁移模型选

定的情况下，在同一场地内水文地质参数和人体参数差

别不大，而不同用地类型的受体和暴露途径不同，对场

地的风险评估结果和修复目标值的确定产生了较大影响。

3.4   修复土方量和修复费用对比

以表 5 中计算的修复目标为基准，采用 ArcGIS 软

件对 0 ～ 4 m 的土壤进行污染空间插值，同时根据采样

点的监测结果及场地现场实际情况对插值结果进行适当

表3  场地土壤中苯的检测结果统计表

点位总数 样品总数 检出样品数
最大值 /(mg/

kg)
最小值 /(mg/

kg)
平均值 /(mg/

kg) 标准偏差 变异系数 土壤筛选值 /(mg/kg) 超过筛选值的样品数

144 524 161 860 0.06 20.361 3 80.017 7.27 0.064 111

图2  场地概念模型图

表5  风险评估结果

风险评估结果
S1 情景 S2 情景 S3 情景

A 区 B 区 C 区 A 区 B 区 C 区 A 区 B 区 C 区

暴露浓度 /(mg/kg) 860 — 199 199 860 — 13.1 199 860
经口摄入 7.42E-05 — 1.72E-05 1.72E-05 1.98E-05 — 1.13E-06 4.58E-06 7.42E-05

吸入室内土壤颗粒物 2.12E-07 — 0 4.90E-08 1.08E-07 — 3.22E-09 2.49E-08 0
吸入室外土壤颗粒物 4.41E-08 — 1.02E-08 1.02E-08 2.24E-08 — 6.71E-10 5.19E-09 4.41E-08
吸入下层土壤室内蒸气 4.69E-03 — 0 1.08E-03 9.54E-04 — 7.14E-05 2.21E-04 0
吸入表层土壤室外蒸气 1.02E-05 — 2.35E-06 2.35E-06 5.07E-06 — 1.55E-07 1.17E-06 1.02E-05
吸入下层土壤室外蒸气 5.12E-06 — 1.18E-06 1.18E-06 2.61E-06 — 7.80E-08 6.03E-07 5.12E-06

总致癌风险 4.78E-03 — 2.07E-05 1.11E-03 9.82E-04 — 7.28E-05 2.27E-04 8.95E-05
修复目标值 /(mg/kg) 0.18 0.88 9.61 0.18 0.88 9.61 0.18 0.88 9.61

表4  不同用地方式的各暴露途径的贡献率

暴露途径
用地方式

居住 绿化 商业
经口摄入 1.55 82.87 2.02

吸入室内土壤颗粒物 0.00 — 0.01
吸入室外土壤颗粒物 0.00 0.05 0.00

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
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

0.21 11.36 0.52

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层
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

0.11 5.72 0.27

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
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

98.12 — 9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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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最终获取场地中 0 ～ 4 m 需修复土壤所在区域、

面积以及相应的土方量。插值结果如图 4、图 5、图 6所示。

根据图 4、图 5、图 6 的插值结果，计算不同层土壤的

修复量，在第一种开发情景下，修复土方量为 54 410 

m³，第二种开发情景下修复土方量为 38 362 m³，第三

种开发情景下修复土方量为 33 396 m³，见表 6。

对该场地不同土质苯污染土壤修复技术可行性测试

结果表明，该场地 0 ～ 4 m 以内土壤采用常温解析技术

可以满足要求，修复成本大约为 400 元 /m³，根据可行

技术的单位修复成本及对应的修复土方量可大致估算苯

污染土壤的直接修复费用。其中，情景 1 模式下，修复

成本约为 2 176 万元 ；情景 2 开发模式下，修复成本约

为 1 534 万元，相对于情境 1 可降低修复成本 642 万元、

29.50%；情景 3 开发模式下，修复成本约为 1 336 万元，

图4  S1规划情景下0～4 米修复范围

相对情境 1 可降低修复成本 840 万元、38.60%。由此可

见，本研究所选取的苯污染场地，若能够结合场地污染

情况适当调整规划，将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

4  结论与启示

4.1  不同用地规划，污染物的主要暴露途径和环境风

险存在差别

居住和商业用地的主要暴露途径为吸入室内空气中

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途径，而绿化用地中由于一

般没有室内呼吸途径的风险，主要暴露途径为经口摄入。

因此，对于超标严重区域，若能够根据污染物的主要暴

露途径适当调整用地方式，可减少场地内污染物的危害

水平。

S1 和 S2 规划情景下，场地最大致癌风险分别为

4.78E-03 和 1.11E-03，场地最大致癌风险位于公园绿地

区，为 2.27E-04，且 S3 开发情景超标点位的总数为最

少。由此可看出，若能够结合场地污染情况适当调整规

划，对场地污染严重的区域进行规划调整可降低该区域

的最大致癌风险、超标率与超标范围。

4.2  棕地的再开发利用控规需结合土壤污染调查结

果，有利于降低修复成本

采用 ArcGIS 软件对 0 ～ 4 m 的土壤进行污染空间

插值，计算场地 0 ～ 4 m 需修复土壤所在区域、面积以

及相应的土方量。在第一种开发情景下，修复土方量为

表6  不同开发情景下修复土方量的估算

开发情景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3
修复深度 /m 0 ～ 2 2 ～ 4 0 ～ 2 2 ～ 4 0 ～ 2 2 ～ 4

修复土方量 /m³ 26 162 28 248 19 084 19 278 16 242 17 154
总土方量 /m³ 54 410 38 362 33 396

图3  不同规划情景下超标点位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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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410 m³，修复成本约为 2 176 万元 ；第二种开发情景

下修复土方量为 38 362 m³，修复成本约为 1 534 万元，

可降低修复成本 29.50% ；第三种开发情景下修复土方

量为 33 396 m³，修复成本约为 1 336 万元，可降低修复

成本 38.60%。由此可见，若能够结合场地污染情况适

当调整规划，将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

因此，与常规地块中“自上而下”的目标设定模式不

同，城市棕地的再开发利用须结合地块的土壤与地下水

污染特征、地形地貌等采用“自下而上”或“上下结合”的

规划策略，在空间分区和时间维度上对控制性详细规划

层面进行精细化设计，将大大有利于场地的风险管控及

后续的场地修复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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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研究中的建设期调价模型设计理念可类比至

运营期，即运营期调价机制触发时仅对覆盖运营成本的

部分予以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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